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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第九章的前半部分指出第五号,就是第一样祸灾;后半部分则指出第六号,就是第二样祸灾.1843年和1850年的先驱图表上都以图解的方式呈现了这两次吹号.1989年,随着苏联解体、末时临到之际,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最后六节被开启,十四万四千人的改革运动开始了.
1989年所认出的真理之一,是圣经历史中的重大改革运动,以及它们彼此平行的事实.所有先知,因此每一段神圣的历史——包括那些神圣的改革运动——都阐明了最终的大改革运动,即十四万四千人的改革运动,这也是第三位天使的大能运动.封印的过程一开始,晚雨的洒落也随之开始.1989年对这些改革运动的解封,随后在1992年对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最后六节的解封,一如每当新的现时真理被解封时那样,造成了反对的氛围.
在对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最后六节真理的反对之中,主开启了这样的真理：以两个见证为根据,将异教罗马的预言历史与教皇罗马的预言历史相结合,便标识出现代罗马的预言历史.预言三重应用的规则被认可,随后被用来抵御错误并辨识、确立真理.支持每一条改革路线都与其他改革路线相平行的规则,以及与预言三重应用相关的规则,成为在第三位天使运动中所确立之规则的基石,正如米勒派历史中所确立、采用并发表的那些规则所作的预表一样.
作为一项准则,预言的三重应用被开启,是为了十四万四千人的运动,因为他们就是晚雨的运动,而第三祸灾的伊斯兰则是晚雨的信息.预言三重应用的原则远在2001年9月11日第三祸灾的伊斯兰在历史上出现之前,就已由犹大支派的狮子所指明,因为祂愿意当祂使祂的子民回到耶利米的古道时,祂末时的子民能够轻易认出第三祸灾到来所代表的信息.
先驱者对«启示录»第九章所阐述的第五与第六号筒的理解,被认为是整卷«启示录»中最得到历史坚实而清楚支持的一段经文.尤赖亚·史密斯在开始阐述«启示录»第九章时,援引历史学家基思的言辞来证明这一点.
“为了对这支号角的阐释,我们将再次援引基思先生的著作.这位作者如实地说：‘在解经者中,关于〈启示录〉的其他任何部分,很少有像把第五和第六号角,或第一和第二个祸灾,应用于撒拉逊人和土耳其人这件事那样意见如此一致的.这一点显而易见,几乎不可能被误解.并非用一两节经文各自指明,而是〈启示录〉第九章整章被平分为两部分,都用来描述这两者.’” 尤赖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第495页.
第一与第二祸的章节分界划分了第一祸的历史,该祸由穆罕默德所代表.其地理位置是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基思所称的“萨拉森人”的地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阿拉伯.第二祸的历史由奥斯曼一世所代表,地理上位于土耳其,历史学家将其认定为土耳其人.第一祸的历史位于并应验于阿拉伯——伊斯兰教与穆罕默德的诞生地.第二祸的历史位于并应验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发源地.
第一灾祸的历史指出,有一场战争是由彼此独立的战士对罗马发动的,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纽带就是伊斯兰教.第二灾祸的历史指出,另一场战争是由一种有组织的宗教与国家政权——即哈里发国——对罗马发动的.无论是哪种情况：在穆罕默德所代表的历史中对罗马的独立作战,还是在奥斯曼或奥斯曼帝国所代表的有组织作战,其作战方式都是突然袭击、出其不意.这并不是那种把所有士兵穿上同样颜色的制服,再把他们编成队列,按照当时的军事习俗在枪火中向前推进的战争.“assassin”一词源于伊斯兰那种突然袭击、出其不意的作战方式,而且通常也会导致袭击者本人丧命.
“assassin”一词源自阿拉伯语“hashshashin”,而该词又来自“hashish”,意为“大麻脂”或“大麻”.该称呼最初用来指代中世纪中东地区一支隐秘而狂热的尼扎里伊斯玛仪派穆斯林团体.这个团体的成员以非常规且常常暴力的方式闻名,包括通过政治暗杀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据说他们有时会在执行任务前服用大麻脂,因此西方世界便使用“hashshashin”或“assassins”这一称呼.“Assassins”在中世纪时期十分活跃,主要在波斯和叙利亚,并在当时的各类政治冲突与暗杀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assassin”一词最终传入欧洲诸语言,在那里逐渐被更广泛地用来指代实施政治性或定向杀戮的个人.
这种作战方式是三样祸灾的重要预言性特征,因为伊斯兰的预言性角色就是发动战争.作为象征的伊斯兰,完全关乎战争;而在«启示录»第九章,第一和第二祸灾中的伊斯兰,就是其战争的一个写照.他们的战争在«启示录»中被认定为在恩典期结束前使列国发怒的行动.
万国发怒;你的忿怒也临到了;死人受审判的时候也到了;你要把赏赐给你的仆人众先知、众圣徒,以及凡敬畏你名的人,无论大小;并且要毁灭那些毁坏大地的人.启示录 11:18.
“列国”在上帝的忿怒临到之前不久被“激怒”;而在«启示录»中,上帝的忿怒所指的,就是当人类的恩典期结束时降下的末后七灾.这节经文中有三个标志：列国被激怒、上帝的忿怒,以及审判死人的时候.这里所指的死人审判,是发生在千年期内对恶人死者的审判,而不是自1844年10月22日开始的对死者的调查审判.怀爱伦姐妹明确指出,这节经文中的三个标志彼此独立,并按经文中的次序发生.
我看见,列国的怒气、神的忿怒和审判死人的时候,彼此分明,各不相同,且次第相继;又看见米迦勒尚未站起,那前所未有的患难时期尚未开始.如今列国正在发怒,但当我们的大祭司在圣所完成他的工作时,他就要站起来,披上报仇之衣,然后末后的七灾就要倾倒下来.
“我看见四位天使要拦住四方的风,直到耶稣在圣所中的工作完成,然后末后的七灾就要降临.” «早期著作»,36.
圣经最后一本书中,伊斯兰教的角色是激怒列国,其方式是通过战争.圣经第一本书中,伊斯兰教的角色是使全世界的人联合起来反对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被描绘为以实玛利.
耶和华的使者对她说：“看哪,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众人,众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对面.”创世记 16:11, 12
“hand”这个词,作为象征,与所有圣经象征一样,其含义取决于它所使用的语境,可以不止一种.就圣经预言而言,“hand”作为象征,最主要是战争的象征.译作“wild man”的希伯来词,其实是指阿拉伯野驴的词,这带出若干重要的预言含义,其中之一是阿拉伯野驴与马一样,都是马科动物.在«启示录»第九章,以及哈巴谷的两张神圣图表（1843年和1850年的先驱图表）上,马被用来作为象征,代表伊斯兰在三个祸灾中所涉及的战争.关于伊斯兰的首次与末次提及,分别见于«创世记»和«启示录»,它们都用马科（驴或马）的象征来指认伊斯兰,并且都强调伊斯兰的角色是把战争带给“众人”（列国）.
在«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一节中,伊斯兰的性格被揭示出来,因为在预言中,性格是由名字来代表的.赐给那位统治伊斯兰之王的名字,反映了«创世记»中首次提到伊斯兰的那处记载,其中写道,以实玛利的性格或灵“要住在他众弟兄面前”.统辖整个伊斯兰的王就是以实玛利的灵（他们的王）,他的手“要攻击各人”.
他们有一个王,就是那无底坑的使者;他按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按希腊话名叫亚玻伦.启示录9:11
在以希伯来文为代表的旧约,或以希腊文为代表的新约中,统治伊斯兰教信徒的那个人物被认定为 Abaddon 或 Apollyon,而这两个名称在各自语言中都意为“死亡与毁灭”.无论在旧约还是在新约中,死亡与毁灭都是伊斯兰的特征.在每一位伊斯兰教信徒内统治的那灵的具体特征,连同驴或马的象征,都是关于伊斯兰最初与最后提法中的要素.这两个预言性的属性带有 Alpha 和 Omega 的印记.当怀特姐妹将那使十四万四千人活过来的信息认定为第三位天使的强大军队时,她这样说道：
“天使正执持着四方的风;这风被描绘为一匹暴怒、企图挣脱羁束并奔腾席卷全地的马,所经之处带来毁灭与死亡.
“我们岂可在永恒世界的边缘仍然沉睡吗？我们岂可迟钝、冷淡、如同死了一般吗？哦,愿上帝的灵与气息吹入祂的子民之中,在我们的众教会里,使他们站立起来而活.我们需要看见,这路是窄的,这门是狭的.然而,当我们经过这狭门之时,其中的宽广却是无限无量的.”«文稿发布»卷20,217.
在十四万四千人被封印期间,四风被按住;而四风是一匹“愤怒的马”,沿途“带来死亡与毁灭”.2001年9月11日,第三祸进入预言的历史,带来“死亡与毁灭”,从而“激怒列国”,当它“突然且出其不意地”击中了属灵的荣美之地.2023年10月7日,第三祸继续其“死亡与毁灭”之路,当它“突然且出其不意地”攻击字面的荣美之地时,进一步“激怒了列国”.第一次出其不意的袭击标志着十四万四千人封印时期的开始,而2023年10月7日的最近一次袭击,则标志着十四万四千人封印的结束期或“捆绑收尾”的开始.我们岂可在永恒世界的门槛上沉睡吗？
在两张神圣的先锋图表上,第一与第二灾祸时期的伊斯兰被形象地描绘为骑乘战马的伊斯兰战士.两幅图中,代表第一场灾祸的战马上的骑士手持长矛,而代表第二场灾祸的战马上的骑士则正在用步枪射击.这一区别在«启示录»第九章中已被清楚指出,因为正是在第二场灾祸的历史时期,火药被发明并首次用于战争.尤赖亚·史密斯在评注«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七至第十九节时记录如下：
这段描述的前半部分可能是指这些骑兵的外貌.火,作为一种颜色的代表,指红色,“像火一样红”是常见的表达;风信子石,或风信子,代表蓝色;硫磺则代表黄色.而这些颜色在这些战士的服饰中占据了显著地位;因此,照此看来,这一描述与土耳其军服恰能精确相合,那种军服主要由红色或猩红色、蓝色和黄色构成.马的头部外观如狮首,以表明它们的力量、勇敢与凶猛;而诗句的最后一部分无疑是指为战争目的而使用火药与火器,这些在当时才刚刚被引入.由于土耳其人骑马施放火器,在远处的观者看来,火、烟和硫磺仿佛是从马的口中喷出,正如随附的图版所示.
关于土耳其人在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战中使用火器一事,艾略特（Horae Apocalypticae,卷一,第482–484页）如是说：“正是‘火、烟与硫磺’,也就是穆罕默德的炮兵与火器,导致了‘三分之一的人被杀’,也就是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并由此造成希腊帝国的覆灭.自这座城市由君士坦丁创建以来,已过去一千一百多年.在这段时期里,哥特人、匈人、阿瓦尔人、波斯人、保加利亚人、撒拉森人、俄罗斯人,甚至奥斯曼土耳其人本身,都曾对其发动敌对进攻或围攻.但这些防御工事对他们来说坚不可摧.君士坦丁堡得以存续,希腊帝国也随之延续.于是,苏丹穆罕默德焦虑地寻求能清除这一障碍的手段.他向一位投奔自己的铸炮师问道：‘你能铸造一门足以轰塌君士坦丁堡城墙的大炮吗？’于是,在阿德里安堡建立了铸炮厂,铸成了大炮,炮队备妥,围城便开始了.”
非常值得评述的是,吉本——这位始终不自觉地为«启示录»预言作注的评论者——在他那篇雄辩而惊心动魄的关于希腊帝国最终浩劫的叙述中,如何把这种新的战争手段置于他画面的前景.为此作铺垫,他先叙述了火药这一“由硝石、硫磺和木炭混合而成”的新近发明的历史;提到苏丹阿穆拉特早先已加以使用;又如前所述,穆罕默德在阿德里安堡铸造更大火炮的事;随后,在围城战的进展中,他描写“长矛与箭雨的齐射,伴随着火枪与大炮的烟、声与火焰”;“土耳其炮兵长长的阵列对准城墙,十四座炮台同时在最易攻之处雷鸣般开火”;“那些历经世代抵御敌袭的防御工事,被奥斯曼火炮从四面击毁,多处缺口被凿开,在圣罗马努斯门附近,更有四座塔楼被夷为平地”;又如何,“当奥斯曼炮火从战线、桨帆船与桥梁上四面轰击时,军营与城池、希腊人与土耳其人,都被卷入一片烟云之中;而这烟云只有在罗马帝国最终获救或毁灭之时方能消散”;“双重城墙如何被大炮轰成一堆废墟”;以及土耳其人终究如何“从缺口处攀升而入”,使得“君士坦丁堡被征服,她的帝国被颠覆,她的宗教被穆斯林征服者践踏在尘埃之中.”我说,这确实值得注意：吉本何等鲜明而有力地把这座城市的陷落,因而帝国的灭亡,归因于奥斯曼的火炮.因为这不正是对我们预言之言的注释吗？“这三样的灾害,就是从它们口中出来的火、烟、硫磺,杀了人的三分之一.”
'第18节.因这三样,三分之一的人被杀,就是由他们口中出来的火、烟和硫磺.第19节.因为他们的能力在口里,也在尾巴上;他们的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它们就能伤人.'
“这些经文表明,新引入的作战方式具有致命效果.正是借助这些手段——火药、火器和大炮——君士坦丁堡最终被攻克,并交到土耳其人手中.” 尤赖亚·史密斯,«但以理与启示录»,510-514.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对第三个祸灾的研究.
昨夜我从睡梦中醒来,心里有极重的负担.我正在向我们的弟兄姊妹传达一则信息,那是一则关于警戒和教导的信息,涉及一些人的工作,他们正在鼓吹关于如何领受圣灵,以及圣灵如何借着人运行的错误理论.
我蒙指示说,类似于1844年期限过去之后我们被召去应对的那种狂热主义,将在信息临近结束的日子里再次进入我们中间;而我们现在必须像在早期经历中那样坚决地对付这种邪恶.
我们正站在重大而庄严事件的门槛前.预言正在应验.奇异而多事的历史正被记载在天上的册籍中——这些事件正如所宣告的,将不久先于上帝的大日而发生.世界上一切都处于不安定的状态.列国正在发怒,并且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备战.国与国相谋,邦国与邦国相攻.上帝的大日正在迅速临近.然而,尽管列国正集结兵力,预备战争与流血,给天使的命令仍然有效：要按住四风,直到上帝的仆人在他们额上受了印.«精选信息»第一册,第221页.




